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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碳减排效应对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选用中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１４ 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熵权法量化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构建空间

计量模型研究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１）中国城市碳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

趋势，并且碳排放量较高的地区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以及传统工业城市。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体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发展较好的城市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城市，中部省会与直辖市。 （２）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

城市和邻地城市的碳排放量，该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并且，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滞后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在发展至 １２ 期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３）城市第二产业发展具有集聚效应，降低了邻地城市的碳排放量；城市对外开放

程度越高，地区间贸易加速流动，促进了邻地城市的碳排放量。 （４）与其他城市相比，西部地区城市、非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以

及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碳排放。 （５）政策制定上，一方面应全力推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和第

二产业转型，重视城市绿化覆盖、垃圾废水处理等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需特别关注西部地区城市、非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以及

资源型城市，因地制宜，激发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动力，助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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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约有 ７０％以上的碳排放均来自城市［１］，现有研究表明过

量碳排放引发的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２］，包括城市热岛效应，洪涝灾害等。 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城市生态与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实现城市碳减排最为迫切。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统筹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通过在城市建设公园、绿地和湿

地，采取污染控制等措施［３］，实现城市防洪、提高城市宜居性等。 城市基础设施不仅能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态

服务［４］，而且能实现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协同治理，不会增加外部系统生态负担［４—５］。 因此，探究生态基

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对实现城市“双碳”目标，城市可持续发展、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仍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泥等材料［６］，造成大量的碳排放，

也就是在生态基础设施发展的前期，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可能会增加城市碳排放，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会

起到城市碳减排的作用。 那么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可以实现碳减排了吗？ 在不同经

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行政级别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又有什么差异？ 将是本

文接下来重点探讨的问题。
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化，相关学者已围绕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定义［７—８］，生态基础设施的效益

评价体系［９—１０］，以及生态基础基础设施的影响因素［１１—１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相关研究指出生态基础设施是

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必备的一系列条件和组合［１３］，其在城市适应气候变化［１４］，提高城市防洪涝能

力［１５］，缓解热岛效应［１６］等，并且在社会经济效益上［９，１７］ 有着显著的作用。 但是也有学者以流域生态基础设

施为例，提出即使在对生态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长期投资的流域，也不能证实其效益［１８］。 同时，生态基础设

施也受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政策因素［１１］和社会愿景［１２］ 是影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因素。 在生态基础设施与碳排放的关系上，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生态基础设施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多的学者

关注绿色基础设施的碳减排作用，并且发现绿色基础设施有着显著的固碳能力［１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灰色

基础设施对固碳量的影响［２０］。 除固碳能力外，绿色基础设施可直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实现碳减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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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将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施有机结合的支撑体系［１３］，是否也具有类似的碳减排

功能？
综上，虽然部分研究已涉及绿色基础设施的碳减排效应，但仍存在文献上的不足。 一是鲜有针对生态基

础设施和碳排放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对生态基础设施可行性、发展程度、协调性上的研究，也有少部

分文献评估了生态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但尚未有较多学者关注生态基础设施在碳减排上的作用。 二是在新

经济地理学理论下，较少有文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生态基础设施对碳排放的影响。 三是基于城市层面，
考虑城市异质性对生态基础设施碳减排影响的文献较少。 因此，本文选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１４ 个地级市，
通过熵权法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度量，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

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且对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做了进一步解释。 最后，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分
别进行了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行政级别异质性的研究，以期可为我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经验证据。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变量选取与来源

１．１．１　 核心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市碳排放量。 借鉴 Ｓｈａｎ 等［２２］、林乐芬和杨倩文［２３］ 的研究，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ＣＥＡＤｓ）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地级市的碳排放清单（百万吨），去除缺失数据较多的城市，共得到 ２１４ 个

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ＥＩＤＬ）。 借鉴 Ｓｕｎ 等［２４］ 对生态基础设施的定义与量化，本

文从绿化水平、土地利用和污染控制三类指标构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变量。 三类指标分别包括：城市人居绿

地面积（ｈｍ２ ／万人），人均生态用地面积（ｍ２ ／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指标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指标构建如表 １ 所示。 数

据来自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采用熵权法的处理方法如下：
由于绿化水平、土地利用和污染控制三类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先通过式（１）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 ｘｉｊ

ｍａｘ ｘ ｊ － ｍｉｎ ｘ ｊ
（１）

式中，ｙｉｊ为标准化后的数据，ｍａｘ ｘ ｊ和 ｍｉｎ ｘ ｊ分别为指标 ｘ 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计算上述指标的指标熵值：

ｅｊ ＝ － ｋ∑
ｍ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 ｐｉｊ （２）

式中， ｋ ＝ １ ／ ｌｎｍ ，ｍ 为评价对象的个数， ｐｉｊ ＝ ｙｉｊ ／∑
ｍ

ｉ ＝ １
ｙｉｊ ｐｉｊ 。

然后，根据指标熵值 ｅｊ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Ｗｉｊ ＝
１ － ｅｉｊ

∑ ｎ

ｉ ＝ １
１ － ｅｉｊ( )

（３）

指标熵值和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１．１．２　 控制变量

为较准确地量化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进一步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城市碳排放的变

量［２３］［２５］。 本文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ＧＤＰ）：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经济发展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越好，碳排放量越高；产业发展（ＩＮＤ）：城市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的自然对数，工业产业比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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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排放量越高；对外交流（ＦＤＩ）：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的自然对数，外商投资有可能带来技术

革新，实现碳减排，但也可能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增加碳排放；研发投入（ＴＥ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

术支出（万元）的自然对数，研发投入越高，意味着科技水平越高，碳排放越低。

表 １　 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和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权重 ／ ％
Ｗｅｉｇｈｔ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绿化水平 城市人居绿地面积 ｈｍ２ ／ 万人 ３３．３５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土地利用 人均生态用地面积 ｍ２ ／ 人 ４３．２０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污染控制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１０．９１３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４．８５５

城市污水处理率 ％ ７．６６９

最后，运用公式 Ｎｉ ＝ ∑Ｗｉｊ × ｙｉｊ 计算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得分。

１．２　 模型设定

１．２．１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式（４）所示：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 ＝ α０ ＋ α１ ＥＩＤＬｉｔ ＋ α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４）

式中，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 为城市碳排放量， ＥＩＤＬｉｔ 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

（ＧＤＰ）、产业发展（ＩＮＤ）、对外交流（ＦＤＩ）、研发投入（ＴＥＣ）。 μｉ为城市固定效应，γ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

机扰动项。
１．２．２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１）空间权重矩阵。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在地理距离上的溢出效应是

本文着重考察的重点，相邻矩阵由于存在无法考察非邻接城市溢出影响的问题［２６］。 故根据城市间的欧氏距

离，构建如下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Ｗｄ
ｉｊ ）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

Ｗｄ
ｉｊ ＝

１
ｄｉｊ

，（ ｉ ≠ ｊ） （５）

式中，ｄｉｊ为城市 ｉ 和 ｊ 的欧式距离。
（２）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选取了相应的空间权重矩阵后，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２７—２８］，如式（６）

所示。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 ＝ ρ∑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ｃａｒｂｏｎ ｊｔ ＋ β１ ＥＩＤＬｉｔ ＋ β２∑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ＥＩＤＬｉｔ ＋ β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β４∑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６）

式中， εｉｔ 是纳入空间溢出效应的随机扰动项， εｉｔ ＝ λ∑
ｎ

ｊ ＝ １
Ｗｉｊ ε ｊｔ ＋ νｉｔ ， νｉｔ ～ Ｎ（０，σ２） ；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 和 ｃａｒｂｏｎ ｊｔ 均为

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在 ｔ 时的城市碳排放， 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他变量均不变。 常见的空

间计量模型有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２９］，当 ρ≠０，β２ ＝ ０，λ ＝ ０ 时，为空间滞后模型；当
ρ＝ ０，β２ ＝ ０，λ≠０ 时，为空间误差模型，当 ρ≠０，β２≠０，λ ＝ ０ 时，为空间杜宾模型。 具体的模型选择将在下文

通过检验选取。

２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和空间相关性

２．１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演变趋势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１４ 个地级市的碳排放量与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如图 １—图 ２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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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１ 是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城市碳排放量空间演变趋势图，图 ２ 是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空间演变趋势图。

由图 １，我国东南部城市始终保持较低的碳排放量，但江苏上海一带城市碳排放量仍在高位。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 年我国城市碳排放量的高位区始终位于华北和东北平原城市，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华北地区城市碳排放

量显著增加，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间又呈下降趋势，但相对其他城市仍处于高位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部地

区，重庆地区的碳排放量始终位于高位。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碳排放量较

高的地区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以及传统工业城市。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碳排放量的空间演变趋势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９

由图 ２ 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又呈上升趋势。 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高位区始终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偏北城市，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

斯市，陕西榆林市等，均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以及中部省会，直辖市，如重庆市，湖北武汉市。
２．２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前，先对数据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检验一般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１４６　 ２ 期 　 　 　 颜建军　 等：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变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９

进行计算［３０］，由表 ２ 所示。 进一步根据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散点图对地区间观测值进行刻画，由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

表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碳排放量和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 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碳排放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年份
Ｙｅａｒ

碳排放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２０１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１∗∗∗ ２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４∗∗∗ ２０１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２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０∗∗∗

２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２０１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７∗∗∗ ２０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１∗∗∗

２００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９∗∗∗ ２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３∗∗∗

２０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３∗∗∗ ２０１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９∗∗∗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４∗∗∗

　 　 ∗、∗∗、∗∗∗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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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２ 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城市碳排放量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空间依赖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 由图 ３
碳排放量的 Ｍｏｒａｎ 指数散点图、图 ４ 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 指数散点图，我国城市碳排放量和生态

基础设施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增强主要是因为样本向第一象限移动，并且均存在“高⁃高”聚集的现象，城市碳排

放量和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 因此，在探究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时，应采

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探究其溢出效应。

图 ３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城市碳排放量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９

图 ４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散点图

Ｆｉｇ．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３．１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为选用最适合本文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 拉格朗日乘数（ ＬＭ） 检验、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似然比（ＬＲ）检验和沃尔德（Ｗａｌ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ＬＭ 检验的统计量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均拒绝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假设。 其次，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显著，拒绝原假设，模型

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最后进行 ＬＲ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ＬＲ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的统计量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也即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均不能简化为空间杜宾模型。 因此，本文最优的空间计量模型即为固

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进一步使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碳排放量的直接效应和空

间溢出效应，并且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固定效应。 同时，为了保证空间杜宾模型结果的稳健，列出了空间滞后模

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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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模型选取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检验方法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Ｐ 值
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检验方法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Ｐ 值
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ＬＭ＿Ｌａｇ ２２．９７∗∗∗ ０．０００ ＬＲ＿Ｌａｇ ６７．５３∗∗∗ ０．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１２９．９４∗∗∗ ０．０００ ＬＲ＿Ｅｒｒｏｒ ６７．４６∗∗∗ ０．０００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７３５．６８∗∗∗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Ｌａｇ ６７．０８∗∗∗ ０．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８４２．６５∗∗∗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Ｅｒｒｏｒ ６４．９５∗∗∗ 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３５．３７∗∗∗ ０．０００

　 　 ∗、∗∗、∗∗∗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ＬＭ＿Ｌａｇ：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ｅｄｅｌ；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稳健性检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ＬＭ＿Ｅｒｒｏｒ：空间误差模型

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空间误差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稳健性检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Ｈａｕｓｍａｎ：豪斯曼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ＬＲ＿Ｌａｇ：空间滞后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ＬＲ＿Ｅｒｒｏｒ：空间误差模型的似然比检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Ｗａｌｄ＿Ｌａｇ：空间滞后模型的沃尔德检验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Ｗａｌｄ＿Ｅｒｒｏｒ：空间误差模型的沃尔德检验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表 ４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ｇｅｄ Ｍｏｄｅｌ

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ＥＩＤＬ ４．２１８∗∗∗ ３．４９８∗∗∗ ３．８７４∗∗∗ ３．７４１∗∗∗

（１．２２７） （１．１７３） （１．１７５） （１．１７８）
ＧＤ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ＩＮＤ ７．９１１∗∗∗ １．９９０ －５．８０２∗∗ －４．４１４∗

（２．５１２） （２．６４３） （２．４１３） （２．５１５）
ＦＤＩ ０．３１５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１ ０．１４４

（０．３５３） （０．３６６） （０．３３８） （０．３５０）
ＴＥＣ －１．２１６∗∗ ０．２２２ －１．０２３∗∗ －０．７９８

（０．５２５） （０．５７８） （０．５０３） （０．５３２）
Ｗ×ＥＩＤＬ ５５．５４９∗∗∗

（１７．７７３）
Ｗ×ＧＤ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８）
Ｗ×ＩＮＤ －１２１．０５２∗∗∗

（２０．２７７）
Ｗ×ＦＤＩ ６．２６５∗∗

（２．５６２）
Ｗ×ＴＥＣ －４．７８２

（３．５５５）
ρ ０．５２６∗∗∗ ０．６７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９）
λ ０．６８２∗∗∗

（０．０６８）
ｓｉｇｍａ２ ２３７．６６５∗∗∗ ２４１．３８９∗∗∗ ２４１．３０７∗∗∗

（５．５８４） （５．６７７） （５．６７６）
Ｒ２ ０．８４３ ０．２１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７０
Ｎ ３６３８ ３６３８ ３６３８ ３６３８

　 　 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和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ＯＬＳ：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ＥＩＤＬ：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ＧＤＰ：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产业发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ＤＩ：对
外交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研发投入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Ｗ×ＥＩＤ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ｔｅｒ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Ｗ×ＧＤＰ：经济发展的空间滞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ｔｅｒ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ＩＮＤ：产业发展的空间滞后

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ｔｅｒｍ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ＦＤＩ：对外交流的空间滞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ｔｅｒｍ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ＴＥＣ：研发投入的空间滞

后项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ｔｅｒｍ ｏｆ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ρ：空间自回归系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λ：空间误差项系数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ｇｍａ２：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２：拟合度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Ｎ：样本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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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４ 可知，在 ＯＬＳ 回归模型中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生态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

著，生态基础设施仍处于促进碳排放的阶段，说明现阶段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水平仍较低，还未能达到不增加

外部系统生态负担的地步［４］。 控制变量中，城市生产总值增速越快，城市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越高，城市

碳排放越高，经济发展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碳排放量的增加。 而研发投入与碳排放呈显著的负向关

系，也即城市财政公共预算内科技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其碳排放。
由空间杜宾模型，现阶段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不仅促进了本地城市的碳排放，并且对邻地城市的碳排放也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现阶段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还较低，仍在建设阶段，且作为改善民生的

社会性基础设施，其建设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水泥等材料，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３１］。 并且空间滞后模型和空

间误差模型均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从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看，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了本地城市的碳排放，但对

邻地城市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此外，本地城市第二产业发展越好，会对邻地城市碳排放产生负溢出效应，产
业发展存在集聚效应，邻地第二产业向本地城市集聚［３２］；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区域间商品流动程度越高，显著

增加了邻地的碳排放。
ＬｅＳａｇｅ 和 Ｐａｃｅ［３３］建议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衡量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故进一步给出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以分析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边际影响，见表 ５。

表 ５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分解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４．０１１∗∗∗ １２５．４０４∗∗∗ １２９．４１５∗∗∗

（１．２２５） （４４．４３２） （４４．６７７）

ＧＤ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ＩＮＤ １．２６９ －２６０．１１６∗∗∗ －２５８．８４７∗∗∗

（２．４７３） （６０．８００） （６０．３９６）

ＦＤＩ ０．１７１ １４．０２６∗∗ １４．１９７∗∗

（０．３４８） （５．８２８） （５．７４７）

ＴＥＣ ０．１９３ －９．９５６ －９．７６３

（０．５４６） （７．９１６） （７．７９０）

由表 ５ 可知，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 ４．０１１ 和 １２５．４０４，且均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本地城市和邻地城市的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说

明现阶段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仍较低。 控制变量中，城市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城市的碳排放，但对邻

地城市的碳排放没有显著作用；第二产业的集聚效应显著降低了邻地城市的碳排放，城市更高的对外开放程

度显著促进了邻地的碳排放。
３．２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直接效应的进一步研究

由前文表 ４ 和表 ５，现阶段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因此，进一步研究

在生态基础设施发展至一定阶段后，是否能实现城市碳减排效果。 构建方程如式（７）所示。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 ＝ α０ ＋ α１ ＥＩＤＬｉｔ ＋ｎ ＋ α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７）

式中，ｎ 为后置期数（ｎ≥０），其他变量均不变。
生态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图及置信区间等如图 ５ 所示。 １ 期与 ２ 期的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当地城市碳

排放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 ３ 期至 １１ 期，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没有显著作用。 当生态基础设施发

展到 １２ 期时，生态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碳减排作用，这也论证了在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中的分析，现阶段的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发展了 １２ 期后，可起到碳减排的效果。

５４６　 ２ 期 　 　 　 颜建军　 等：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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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回归系数森林图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ＥＩＤＬ：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３．３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通过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６ 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的空间效应分解估计。
一是考虑到城市行政级别影响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效应，故剔除样本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直

辖市［３４］。 其次，为了解决样本中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对样本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 三是为避免空间权重矩

阵选择偏误，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３５］，计算公式为 Ｗｅ
ｉｊ ＝

１

Ｙｉ － Ｙ ｊ

，（ ｉ ≠ ｊ） ，其中， Ｙｉ

和 Ｙ ｊ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 ｊ 在样本期间的人均实际 ＧＤＰ 平均值。
由表 ６，稳健性检验中生态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且显著，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结论

的稳健。 此外，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后，生态基础设施的系数均存在下降，这表明城

市间地理距离的远近影响了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效应，本文在基准回归选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合理性较强。
３．４　 异质性检验

３．４．１　 地理位置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经济基础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其生态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碳排放也更高，
在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上也存在异质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地区的划分，本文将研究

样本分为东部城市、东北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分别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由表 ７ 可知，东北部地区模型的 ρ 系数不显著，说明东北部城市碳排放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作用不明

显。 在空间效应分解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生态基础设施对本地的碳排放和邻地的碳排放均没有显著的

影响，而西部地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碳排放，降低了邻地碳排放。 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生态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低。

６４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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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ｔｒｉｘ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ｔｒｉｘ

去掉直辖市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缩尾处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ｓ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ｓ

全样本
Ｆｕ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２．２９１∗ １９４．０１８∗∗∗ １９６．３０９∗∗∗ ２．７４３∗∗∗ ８８．２３７∗∗∗ ９０．９８０∗∗∗ ３．５８５∗∗∗ ８．７７９∗ １２．３６３∗∗

（１．８０） （３．５１） （３．５３） （３．００） （２．８３） （２．９０） （２．９５） （１．７８） （２．３５）

ＧＤＰ －６０．５８４∗∗∗ －１５６．７７４ －２１７．３５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２∗∗∗

（－６．７８） （－０．９０） （－１．２５） （１４．５８） （０．４６） （１．３５） （１４．１３） （０．６６） （６．１４）

ＩＮＤ ０．９９５ －２２５．０７７∗∗∗ －２２４．０８１∗∗∗ －４．２１４∗∗ －１７１．０７７∗∗∗ －１７５．２９１∗∗∗ ０．３００ －３２．４０５∗∗∗ －３２．１０５∗∗∗

（０．３９） （－３．５５） （－３．５６） （－２．２３） （－４．２５） （－４．３９） （０．１２） （－４．５２） （－４．５１）

ＦＤＩ ０．２８６ １４．５３０∗∗ １４．８１６∗∗ －０．６０６∗∗ １２．４４４∗∗∗ １１．８３８∗∗∗ ０．４８５ １．０４９ １．５３４

（０．８０） （２．３０） （２．３７） （－２．２５） （２．８５） （２．７５） （１．４０） （１．０２） （１．５０）

ＴＥＣ １．３２９∗∗ ０．８５４ ２．１８４ ０．９００∗∗ －１０．９０７∗ －１０．００７∗ －０．０５１ －５．５７７∗∗∗ －５．６２７∗∗∗

（２．３９） （０．１１） （０．３０） （２．１１） （－１．８１） （－１．６９） （－０．１０） （－３．３９） （－３．５１）

表 ７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ｓ

东部
Ｅａｓｔ

东北部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中部
Ｃｅｎｔｒｅ

西部
Ｗｅｓｔ

ＥＩＤＬ －１．７７０ －０．７７９ －０．３５１ １１．１７０∗∗∗

（１．６４１） （２．５２５） （１．１２４） （４．２１２）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Ｗ×ＥＩＤＬ －１．２６７ －０．８５４ －０．３９６ －１４．３７４∗∗∗

（２．０３４） （２．７９８） （１．３６２） （４．９００）

Ｗ×控制变量 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ρ ０．１９０∗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５∗ ０．４８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５）

ｓｉｇｍａ２ ２４３．２２９∗∗∗ ９６．７５２∗∗∗ ５６．９９３∗∗∗ ６４５．６１２∗∗∗

（９．５７６） （７．３０３） （２．４２７） （３５．４５１）

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９ ０．３５０ ０．２４９

Ｎ １３７７ ３７４ １１７３ ７１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１．７２０ －０．６８８ －０．３１３ １１．０２４∗∗∗

（１．６７８） （２．５８７） （１．１４８） （４．２６４）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２．１２４ －１．０４８ －０．６２３ －１７．５６０∗∗∗

（２．２２０） （２．８２０） （１．５１２） （６．７３３）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３．８４４∗∗ －１．７３６ －０．９３６ －６．５３７

（１．５８０） （１．５３６） （１．０８３） （５．６３９）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是 是

７４６　 ２ 期 　 　 　 颜建军　 等：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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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行政级别

由于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等均存在显著差异［３４］，城市生态基础设

施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因此，根据城市是否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将研究样本分为中心城市和非

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即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非中心城市为其他城市。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行政级别异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８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行政级别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中心城市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非中心城市
Ｎ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行政级别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中心城市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非中心城市
Ｎ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ＩＤＬ －２．５５９ ２．４６６∗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９３２） （１．２９３） ＥＩＤＬ ０．５０３ ３．４１５∗∗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２．８９０） （１．３７０）

Ｗ×ＥＩＤＬ －６２．６７０∗∗∗ １０５．１３９∗∗∗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２３．３０９） （１８．０５５）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Ｗ×控制变量 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ＥＩＤＬ －２３．７９９∗∗∗ ２１６．６５９∗∗∗

ρ －１．７３０∗∗∗ ０．４９５∗∗∗ （９．２１８） （５３．７６４）

（０．２１９） （０．０９９）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ｓｉｇｍａ２ １２５．５０４∗∗∗ ２５７．０９５∗∗∗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５２６） （６．４９７） ＥＩＤＬ －２３．２９６∗∗ ２２０．０７４∗∗∗

Ｒ２ ０．４３２ ０．２０８ （９．３４７） （５４．１２４）

Ｎ ４９３ ３１４５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由表 ８，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中心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本地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但显著降

低了邻地城市碳排放，并且对城市碳排放的总效应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心城市生态基础上设施发展水平较高。
而非中心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低，并且仍处于提高本地和邻地城市碳排放的阶段，总效应也为正。
３．４．３　 资源禀赋

由于城市之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３４］，相对于非资源型城

市，其碳排放量相对较高。 为探究生态基础设施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量的异质性影响，参
考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将本文的样本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

源型城市城市，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表 ９ 的回归结果显示，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显著提

高了本地城市和邻地城市的碳排放，同时也说明了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４　 结论

本文选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１４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的基

础上，评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城市碳排放和生态基础设施

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显著促进了本地城市和邻地城市的碳排放，说明现阶段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仍较低，可能仍处于建设阶段，并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此外，当生态基础

设施发展至 １２ 期时，其碳减排作用显著。 城市经济发展会促进本地城市的碳排放，城市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

产业集聚效应显著降低了邻地城市的碳排放，城市更高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加速区域间的贸易流动，促进了

邻地城市的碳排放。 从异质性分析看，西部地区城市、非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

对与其他城市，处于较低的水平。
为此，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全力推进加快本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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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废水处理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生态基础设施投资，缩短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时间，尽快使城市生态

基础设施发展至较高的水平，发挥其为居民提供综合生态服务，且不增加生态系统负担的作用，实现碳减排。
二是加快第二产业的转型发展，尽管第二产业的发展推动了邻地城市的碳减排，但其碳排放总效应仍为正，为
降低碳排放总量，应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是不同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城市、非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以
及资源型城市应针对自身城市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表 ９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发展对城市碳排放量影响的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资源禀赋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资源型城市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ｙ

非资源型城市
Ｎ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ｙ

ＥＩＤＬ １０．７２７∗∗∗ ０．１８６

（３．００５） （０．９６９）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Ｗ×ＥＩＤＬ ８７．７４９∗∗∗ ４９．６１０∗∗∗

（３１．１３０） （１２．３１１）

Ｗ×控制变量 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ρ ０．３９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５）

ｓｉｇｍａ２ ４７７．７８３∗∗∗ １０８．９５６∗∗∗

（１８．７３７） （３．１９３）

Ｒ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１

Ｎ １３０９ ２３２９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１２．１９５∗∗∗ ０．１６４

（３．２５５） （０．９９７）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１５７．４３９∗∗∗ ４６．７４４∗∗∗

（５８．４８１） （１１．９５８）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ＤＬ １６９．６３４∗∗∗ ４６．９０９∗∗∗

（５９．８０２） （１２．０８２）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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